佛教与道教本体论之比较
黄志强
[摘要]本体论是中外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佛教与道教也不例外。在追求事物的本原性方面，两教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又有唯心与唯物的区别。虽然佛教与道教在宇宙本体论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交融、互相借鉴，但道教的宇宙本体论是“世界的本体是什么”的认知，而佛教的宇宙本体论则属于“世界的本体应该是什么”的认知。道教在人生态度上往往“重生恶死”，对生命价值高度重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佛教的人生理想往往鄙视人生，鄙视人强烈的生存欲望，带有一定的消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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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本体”一词最早见于西晋司马彪的《庄子·骈拇》注[1]57，即“性，人之本体也。”这里所说的本体指的是人的本性。“本体论”一词是西方哲学的用语，指与现象对立的唯一实在，来源于19世纪日本学者对西方哲学中“ontology”一词的翻译。中国传统所说的“本体”往往指“本来的内容”，与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内涵根本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与之相近的词是“本根”。“本根”一词是具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特色的词汇，源于《庄子·知北游》：“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它同西方哲中的“本体”有着相通之处，但又因自身特色而存在差异。对于道教而言，其本根论主要适用范围限定在宇宙论，强调万物的要素是生成与存在，宇宙中的所有存在体都是历经不断的生成与存在的过程[2] 。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本体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是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狭义上则在广义的本体论中又有宇宙的起源、结构的研究和宇宙本性的研究之分，前者为宇宙论，后者为本体论。关于佛教的本体论研究，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佛教主要是为了解释现实经验世界的种种现象，而本体论研究则是与经验世界相分离的另一种系统，因此不应该从本体论的角度来阐释佛教理论；但是亦有学者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佛教中所提到的实相“空”论。方立天教授认为，佛教本体论主要是论述佛教关于人类和宇宙万物的本性、本质、根源、根据的学说，因此建议从“本根论”的角度来理解佛教本体论[3]。我们主要采用方教授的观点来比较佛教与道教的本体论。

一、本体论的性质

    从西方哲学的历史来看，对万物本原也就是本体问题的追问使本体论成为了一门学问。所谓“本原”(principle)指的是万物最初由它产生，由它构成，属性变化不一，而本体却常居不变的东西，探寻万物的本原是本体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开始注意到本体论的任务是要探究现象背后的根源，而并非要研究现象世界，但他们并未意识到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区别，也没有从现象世界进一步深入到本体世界中去探寻世界本来的面目，没有实现本原向本体的转换。到了柏拉图时期，开始产生了两个世界的学说：一个是可以由我们感觉感知的，不断变化的，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现象世界；另一个则是永恒不变的，只有通过理性认识才能达到的理念世界。柏拉图认为，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才是世界的本体。简单地说，本体论的性质从“本体实际是什么”转向“本体应该是什么”。

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几乎是同时形成、同步发展的。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道家学者就对宇宙的本体有过各种不同的阐述。受此影响，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也十分热衷于本体论研究，以此来否认世界的客观真实性。可以说，关于本体论的学说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佛教的缘起论不承认宇宙的开端有个造物主，不承认有个能够生成万物的本体，但在其佛法理论中又或多或少地承认一切事物都具有终极的本性，因此佛教在否定本体实在性的同时提出了一个能够生成万物的抽象本体——“性”，“性者体也”（《成唯识论述记》卷一）。根据缘起论的观点，宇宙万法是由“缘”所产生，缘起故有，缘散故无，一切事物都处于因果联系之中，按照一定的条件而发生变化，如同乐器需有人弹奏，才能产生美妙的音乐，如无则归于空寂。既然事物皆由因缘生，刹那生灭，这就意味着一切事物都没有独立的的实体和固定不变的本性，即“万物空无自性，诸法虚妄如梦”，“法”无自主性亦无独立性，不是能够独立自存的实体，这就是“法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名中道义”，(龙树·《中论》)“众生空，法空，终归一义，是名性空”。(《大智度论》卷引)当然，这里所说的“空”是就事物和现象的无自性而言，并不是说因缘和合而生的事物不存在，“空”并非等于虚无。

道教的本体理论来源于老子所说的“道”，“道”既是宇宙生成论又是本体论。那么，到底何为“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是先天地生，独立而不依附于任何其他事物的一种绝对存在；道是不会更改，永恒存在的；道是永不停息，循环运行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道是一种无形的、无限的、永恒存在着的宇宙原始物质，也可叫做宇宙本原体，凡是可以名状的有形之物，不能叫道，永恒的原始物质的道不可名状，凡是可以名状的暂存的有形物质形态，都不是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经》第二十一章)
由此可见，道虽是无，是空而无形，但其中包含有产生天地万物之基因：精气和全部遗传信息，是“有物混成”的混沌之态。这混成之态，是一种恍恍惚惚的状态，一切有形万物都由它的精气和遗传信息所产生，最后又还原于无，还原于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并非自然的主宰，它是自然界的本原及其总的规律。综上所述，老子所说的宇宙本体“道”的特点主要有：一、道是无形无状、无法命名、不可言说的；二、道是永恒的存在，先天地而生；三、道是独立的、普遍的存在，并且无所不在；四、道循环运行，生生不息，遵守一定的自然规律；五、道是天地的原始，万物的祖先，生养宇宙万类，无不为而又无为，并不能主宰宇宙万物。[1]59
从两教对于宇宙本体的表述可以看到，佛教的缘起论出于对婆罗门教“梵”本体的反对，否认世界上存在任何独立自性的实体是宇宙的本原，从而包含并发展出“法空”思想的要素，成为佛教“空”观的基础。道教的宇宙生成论与本体论统一于“道”，以道为基础，承认本根的真实性。佛教所说的“性空”与道教强调的“道”的“空而无形”其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意味着，在追求事物的本原性方面，两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都承认本体是“有”，这反映出佛教与道教在宇宙本体论的发展过程中有相互借鉴与相互交融的情况。但是，两教又有很大的不同，性空论不承认物质第一性，脱离了唯物论，是一种唯心主义思想，而道本体论强调“道”的绝对存在，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二、本体论的形成和发展

法空观念在不同的佛教教派中有不同的表述，如瑜伽行派和法相宗。在法的产生问题上，两者主张的是阿赖耶识缘起，在法的本质问题上，提出了“唯实无境”，即“外境随情而施设，故非有如识；内识必依因缘生，故非无如境。”(《成唯识论》)世间万物是由情识设置而产生的，所以是空无；内识则是由因缘而起的，所以是有。这就意味着，任何法都离不开“识”，都是“识”的投映，法不具备任何真实性，其本质就成了“空”。华严宗则把“法”称之为“幻相”，即“尘是心缘，心为尘因。因缘和合，幻相方法。”(《华严义海百门》)法不是存在于心之外的独立实体，而是心的幻相，是心的认识对象，只有主体心与之发生联系时，才能产生宇宙万法，本质上也是一种“空”。值得注意的是，大乘佛教的法“空”并非等于法“无”，大乘的空观常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万法作为现象的形态是存在的，但是法并无自己固定不变的本质属性，故法即是空，因此万法的现象形态我们虽然看起来是“有”，却又非真有，而是“假有”。“假有”与“性空”实质上是统一的一体两面，宇宙万物都是现象上为“有”，实质上是“空”，其现象的“有”亦是一种“假有”，本质上则是“性空”。我们常常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并不是将“色”与“空”简单的对等起来，而是“色”的自性是“空”。这种色空不二，空有统一的空观蕴含了丰富的思辨性，它破除了思维的局限性、片面性和极端性，佛教称这种思维方式为中道观[4]。

在东晋时期，佛教内部由于对“空”的不同理解而形成多个派别，其中最主要的是三派：一是“心无”派，主张空心，不空外物；二是“即色”派，认为事物的现象并非来自事物的本质，没有事物的自体，所以是空；三是“本无”派，此派重于讲“无”，认为“无”是绝对的空无[1]73。东晋时的佛学大师僧肇认为这三派的看法都不正确，“心无”派的错误在于并未真正否认外物的存在；“即色”派错在没有看到事物的现象与本体之间是相互联系、统一的，万物的本身就是空；“本无”派错在割裂了有和无之间的相即关系，把“无”认为是绝对的虚无。他将佛教的空观与中道观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不真空”的论题：“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有非真有，虽有，不可谓之有矣。不无者，夫无则湛然不动，可谓之无。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以明缘起，故不无也。”(《肇论·不真空论》)
事物如果真有，就不需依靠其他的条件而有，若真无，亦不需依靠其他条件而无，有是缘起而有，所以也不是真有，既然已有缘起之物，所以也不是真无。总而言之，世间万物由因缘和合而生，一方面是非有，另一方面是非无，这就是“不真”，即是“空”。僧肇所说的“不真空”并不是“不真正的空”的含义，而是“不真即空”。从本质上看，万法皆由因缘而生，没有自性，虚幻不真，即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现象都不是真的，因而这是一种“空”。僧肇后来被佛教界称之为“解空第一”，他的不真空论含有非常明显的辩证法因素，这既是僧肇的观点，同时也是大乘佛教对大千世界、宇宙的根本看法。

庄子继承了老子关于宇宙本体论的思想，在其《庄子》的《大宗师》和《知北游》等篇中，集中论述了关于宇宙的本体：“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大宗师》)这是《庄子》全书中关于道体最重要的两段话。“道”是真实而又确凿可信的，然而它又是无为和无形的；“道”可以感知却不可以手授，可以领悟却不可以目见；“道”自身就是本、就是根，还未出现天地的远古时代“道”就已经存在；它产生了鬼和天帝，产生了天和地；它在太极之上却不算高，在六合之下而不算深，先天地存在而不算久，长于上古而不算老。除此之外，庄子还认为“道，无所不在”，他从时间、空间的角度对宇宙的本体“道”做了非常细致而明确的表述，与老子所说的“道”一脉相承。另外，庄子还发展了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道本体论，论述了如何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即领悟“道”并顺从自然。

东晋的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第一篇《畅玄》中也谈到了关于宇宙的本原问题，他认为“玄”是宇宙的本体：“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玄”是“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往焉莫追。”(葛洪·《抱朴子》)可见，葛洪所说的玄既深远又微妙，十分高旷，同时又极刚极柔，不能言尽。在葛洪看来，“玄”也就是“道”，“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这里说的道和其《畅玄》篇所谓“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的玄，意思相合。“道”和“玄”，其字求异，涵义实同，都先于物质而存在。“道”即“玄”，“玄”即“道”，因此和合称之为“玄道”，指的都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一种非物质性的精神实体。葛洪在理论上提出“玄”的本体概念，在方法上，提出思玄之道和守一之道，即用冥思玄想去探求与宇宙合为一体，这样可以神通，从而能够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在中国的各种哲学流派中，无论哪一派，都首先肯定世界万物是真实存在的，肯定人生是具有价值的，然后再对这种真实性作出哲学解释，提出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5]。但是佛教却不同，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开始，从未讨论过关于实体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主张“无我”、“离我执”，从“我”这种实体中解脱出来。直到部派佛教时期，才开始有了宇宙观的探讨，佛教否定世界万物的真实性，甚至否定人生的价值，用“空”来表达超越一切的本性。虽然佛教与道教在宇宙本体论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交融、互相借鉴，但总的来说，佛教所说的“性空假有”凸显了本体的超越性，认为世间万物皆为虚像，排除了物的沾染，因此，对于万物万有的在先性与老子的“道”那样事实上的在先性不同，而只是逻辑上的一种在先性，即道教的宇宙本体论是“世界的本体是什么”的认知，而佛教的宇宙本体论则属于“世界的本体应该是什么”的认知，佛教的这种具有超越性的本体论思想与柏拉图的思想极为一致。

三、本体论的内涵及意义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本体论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具有有鲜明价值取向的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人类是宇宙中的一部分，应该从宇宙的角度去思考人生，我们只有了解宇宙的最终本体，认识了宇宙的发展规律，才能确定人生活动的方向和最高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宇宙的根本原理就是人生的根本原理，人生的准则，道德的准则。不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其思维模式都是从人生推及宇宙，最终又落实到人生。

道本体论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一，对我国的哲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佛教本体论思想则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并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先秦时代，人们认为天神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是万物的本原，老子所提出的“道”观念对天神信仰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也是导致了中国传统思想更重视哲学思辨性，而对于宗教信仰较之于西方更淡漠的原因之一。佛教的“性空假有”的本体论思想亦是否定了一切神秘的具有“神格”的本体，在宗教思想上比其他的宗教形态更具有合理性。

中国的传统哲学认为，事物的本体与现象之间是有区别的，但又不是对立的，本体与现象之间是互相联系，统一不离的。因此中国哲学的本性思想就是：体用统一，即本体的实用性和体用的统一性相结合，任何思想和理论归根结底都要回到人自身的问题上来，从而实现人生的理想境界。如道教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因此人的质性是实在的，而不是空幻的，生活在现实世界是一件难得的乐事，死亡才是痛苦的。道教在理论上强调“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观点，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鼓励人们不屈服天命，争取长生得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见，道教在人生态度上往往“重生恶死”，对生命价值高度重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佛教通过各种缘起理论来论证世界万法皆空，其宇宙本体论意义是一切俱“空”，不存在任何绝对不变的本体，认为现象世界乃是虚妄，应回归真如境界，止息生命主体在现象世界中不断轮回，以达到终极的理想境界，故佛教的人生理想往往鄙视人生，鄙视人强烈的生存欲望，带有一定的消极性。当然，佛教的“性空”理论，除了与道教一样否定世界上具有人格化的神性本体之外，还十分注重佛法的探究以及人自身的内在修证，这也是佛教能够成功进入中国并发扬光大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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